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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科学合作中的真实角色

邱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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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十年，国际合作已成为推动中国科学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中国在重要国际项目中的
地位，仍取决于不同研究领域参差不齐的影响力。
如今，中国正着力于科学创新，以求达到全新高度。
如何在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多成效？政府应扮演何种

角色？针对这些问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一期专家论坛，常务副主
编蒲慕明与５位国内一线科学家探讨了相关问题。
参与讨论的科学家包括：
曹俊：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曹雪涛：免疫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
冯新亮：材料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
潘建伟：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姚檀栋：冰川学家，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蒲慕明（主持）：神经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

　　国际合作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曹雪涛：中国科学是全世界探求知识、造福人类
的一部分，因此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这毋庸置疑。
姚檀栋：资源共享往往促成国际合作，不过，学

术观点的交流或许更重要。这不仅在于谁先获得了
某个想法，也关乎思想的碰撞，甚至争论，由此诞生
的观点或许不是单个科学家凭一己之力所能够达

到的。
曹俊：实验粒子物理学自诞生起就离不开国际

合作，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国家能够独自完成如大
亚湾中微子反应堆实验（Ｄａｙａ　Ｂａｙ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Ｎｅｕｔｒｉ－
ｎ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那样极具挑战性的工程。
冯新亮：国际合作在各个参与方都能取长补短

时最富成效。比如，中国在材料科学方面具备较强

优势，海外科学家很感兴趣。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平
台则更为先进。所以，我们最好与他们合作，将我们
的复杂材料转化为高级产品。
姚檀栋：基本建设很重要。国际化不断发展，我

们需要通过交换学者、开展合作项目等方式，拓展年
轻科学家的国际视野。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们
已通过视频设立了中美联合授课体系，国内的学生
可参与美国大学同堂授课，获得先进学术思想并接
触美国式启发教育。

　　中国在某些研究领域已开始引领国际
项目

　　曹俊：大亚湾中微子反应堆实验虽属于仅有的
几个中国主导的国际项目，但在开始，我们仍经历了
一段困难时期，以建立领导地位。这是一个陡峭的
学习曲线，不过，未来的项目会变得简单。
曹雪涛：在医学研究中，少有中国实验室具备原

创观念、或做出极具说服力的基础研究，因此，临床
研究的大部分国际合作项目都由西方科学家策划并

领导。但近年来，国内情况有所起色，我们能看到中
国开始引领大型多中心的临床试验（Ｍａｊ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ｃｅｎｔｒ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蒲慕明：生命科学方面鲜有中国起主导作用的

国际合作项目。许多中国实验室同国外研究者合
作，但有批评指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原始数
据，如患者样本或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国际合作者则
主导项目，同时获得大部分科研成就。我希望这种
情况能在短期内改观。
潘建伟：大部分中国研究人员愿意在合作初期

付些“学费”。即使他们拥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原始数
据，但缺乏相应的视野与经验，不能让数据充分地物
尽其用。他们能从国际合作中获得经验，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自己的观念，最终改变现状。这是中国科
学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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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檀栋：我同意。我们用了很多年以被动的角
色跟随并学习，直到成为对等的合作者。在国际青
藏高原研究中，我们正领导一个名为第三极环境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国际项目，于２００９年
建立，有１２个国家参与。除我之外，这一项目目前
有两位联合主负责人，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在国际
上很有影响力。

　　中国在重要国际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需
与其投入相称

　　蒲慕明：中国如果在大型国际项目中仅扮演次
要角色，我怀疑参与这类项目是否值得。比如，在几
位中国科学家的要求下，中国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
划（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但仅贡献百分之一的
工作，几乎可忽略不计。如今，欧洲科学家迫切希望
中国加入每年十亿欧元预算的人类脑计划（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项目将详细记录神经回路，用于超
级计算机的模拟，主要由欧洲实验室完成。工作冗
长乏味，中国科学家会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为欧洲人
的模拟研究搜集数据。这值得参与吗？我们能从中
获得什么？

姚檀栋：中国需要在国际合作中发声，并保证我
们的权利和责任与投入相称。我们已经在国际合作
中经历了提供廉价劳动力、被动追随其他国家的
阶段。
曹俊：我不同意。诚然，如果提供了主要资金，

我们理应在国际项目中起领导作用，比如大亚湾项
目。但对于一些项目，即使我们只处于次要地位，也
值得参与，因为我们能从中了解最先进的学术和技
术发展。关键在于，保证我们所得与相应的投入成
合适比例。
潘建伟：我同意。中国即便扮演次要角色，也应

加入国际项目。重要的是，中国科学家能通过参与
国际合作，获得必要经验，并从新的想法、技术和建
设能力中获益。
冯新亮：重要的国际项目总牵扯许多政治因素。

我们应拥有专门人才，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也精通
谈判艺术，以保证传达中国的声音，保证中国的利益
能得到充分展现。

　　强调国际合作是否会让中国建设自身实
力的空间变小

　　蒲慕明：中国强调国际合作，但我怀疑这是否总
有成效，是否在一些情况下反而阻碍了中国科学家

的原创性。我发现，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研究
者倾向于仅仅跟随国外的合作者。他们往往是国内
研究者从前在国外时的导师，并在合作中起支配作
用。总追逐科学的主流对国内研究者的职业生涯、
对中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不是绝对健康的路径。

曹俊：粒子物理学也有同样问题。我认为，这里
存在一个文化因素，中国教育并不鼓励领导才能或
批判思维，西方则不同，尤其是美国。
冯新亮：这或许也与特定领域或特定研究团队

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与技术平台的标准提高之
后，我们便可能看到更多的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
合作。
曹雪涛：或许对于发展较为初级的研究领域，首

要原则不是获得更多国际项目，而是通过国内实验
室之间的合作，加强自身实力，这或许最能有效利用
我们的独特数据资源。
潘建伟：但这里有个悖论。中国实验室和国外

研究者合作时，会获得更多评级加权（ｃｒｅｄｉｔ），使合
作者的工作价值在国际范围内更受认可。此外，中
国的评估系统并不注重衡量非第一作者或非通讯作

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的贡献比重，因此当若干
中国实验室合作，衡量他们各自的工作成果变得很
困难。其结果为，即使国内研究者之间合作对中国
科研更有利，促成这一合作仍异常艰难。

　　相辅相成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和基层
的学术交流能有效促进国际合作

　　曹雪涛：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最有效地
利用国际合作。现阶段，政府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
数量很少。这一情况需要加以改观。如果有更多自
上而下的激励措施，如研究资金支持和资源整合，中
国将在全球科学共同体中拥有更强力的形象。

蒲慕明：确实，在中国，许多生物医学数据是分
散的，在国家层面整合这些资源十分重要，也极具挑
战性。因为在整合资源的同时，你需要建立统一的
搜集生物医学数据的标准，以及针对数据和分配信
用的政策原则。中国仍然缺乏一个由专家构成的国
家性组织，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为国家生物医学资金分配和相
应标准的保障作出应有贡献。中国的国际合作也同
样缺乏组织、缺乏效率。

曹雪涛：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对政府领导的迫
切需求：欧洲和美国计划发起项目，充分利用医学和
公共健康数据，并邀请世界各个研究机构参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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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如果一个研究机构投入
很多的资金和人力去搜集患者数据，它会轻易给出
这些数据吗？这正是大数据科研的问题。如果中国
拥有自上而下的政策，以支持类似的数据搜集与整
合，我们在这类国际合作中或许会有优势。

曹俊：我认为，自上而下的项目走不了多远，因
为科学家需要由个人研究兴趣驱动。成功的国际合
作，不管其规模大小，都往往始于基础，或者说，“草
根”层面。

潘建伟：我不认为这两种方式相互矛盾。国际合
作同时满足基层的利益和政府的支持时，最为有效。
曹雪涛：即使项目源自自上而下的方式，科学家

仍需找到互利层面，补足己方和对方的优缺点，这才
能为将来的合作打好基础。
姚檀栋：不过，基层合作须在最初发起计划时，

就制定相应方针。如果政府层面的国际重大项目没
有建立在已有的研究者的互动和合作之上，项目会
变成冒险行为，或者变得像包办婚姻，可能无果而
终，如果投入很多资金，风险会很高。

　　中国科学家总是无法在国际合作中享有
应得的赞誉

　　蒲慕明：对于科学家，交流想法、交流未发表的
数据很重要。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国
际合作的成果分配存在问题。媒体倾向于报道并给
予西方著名科学家更多的赞誉，即使研究所获的成
果来自双方共同合作。
潘建伟：说的没错。２０１２年，我和我从前的导

师分别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两篇文章。即使我们的文
章发表在先，西方记者仍将成就归功于我的导师，他
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科学家。希望中国研究者能在国
际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声誉，并改变这一现状。

曹俊：文化因素在一些情况下也影响合作。中
国文化讲究谦逊和礼让，这对于从未在西方工作过
的人而言，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我曾见过中国科
学家将他们所应得的成就礼让给海外合作者。

蒲慕明：我同意。一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如果索
取应得的功劳，会冒犯他们从前的导师。这是国际
合作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也成为中国科学家职业生
涯的绊脚石。
姚檀栋：对外展示在国际合作中很重要。许多

美国基金资助机构都对此有明确要求，但中国对这
类行为不尽赞同。中国科学家需要更加积极地面对
科学会议和国际媒体，去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撬动国际合作，加强中国科研

曹雪涛：我们应小心权衡中国的优势和独特资
源，以决定哪些领域值得集中精力探索，同时，应将
国际合作之于中国的影响最大化。比如，在医学研
究中，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患者，包括１亿糖
尿病患者、２亿高血压和其他心血管疾病患者。这
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和疾病种类，海外同行异常
感兴趣。大规模的国家级传染病研究也是中国可以
引领国际合作的方向。
冯新亮：在个人层面的国际项目之外，我们需探

索另一种合作：同欧洲和美国的相关组织建立联合研
究机构，比如国际合作实验室。为了让这类合作平稳
进行，我们需考虑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这会相当棘手。
蒲慕明：在我看来，资本和人力的投入水平，最

终将决定这类合作的知识产权分配问题。在机构建
立之时，或在逐一项目（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ｙ－ｐｒｏｊｅｃｔ）的基础
上，就需商定如何处理产权。
冯新亮：工业界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

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界
是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重大项目的强大推手。而中
国工业的研究能力，不管是公共还是私人方面，都很
有限。我们需要政策，鼓励工业创新，并参与到国际
合作中。
曹雪涛：在国际合作方面，取舍可参加和不值得

参加的项目同等重要。我们不必涉足每件事。在一
些领域，我们应鼓励国内机构的合作。
潘建伟：我同意。我们还需要改变对论文作者

的态度。欧洲和美国强调重大项目的国际合作性，

因而会有合作完成的论文或专利，但似乎并不太注
重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姚檀栋：作者排序问题在中国被过分强调了，以

至阻碍了合作精神。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科学家，提高
中国的评估系统，不仅鼓励国际合作，也鼓励国内研
究者、研究机构的合作。只有当我们知道如何更有效
地共同工作，才能建立强大的团队，与其他国家竞争。
蒲慕明（主持人总结）：国际合作固然重要，但过

分强调合作会阻碍科学发展的新路径，在我眼中，这
有点像生物进化法则。物种的多样化来自独特环境
的隔离作用。与之相似，一定程度的隔离对科学的
多样性发展也有所助益。过多的国际合作会使科学
同质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并不合适。我们不
应满足于与西方的主流科学同步，而应激励研究者
去发现他们自己的道路并作出独特的贡献。


